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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演化脉络与应用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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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系统梳理近几十年来国内外 ＣＧＥ模型发展和应用的研究文献发现：目前求解 ＣＧＥ模型的方法
和软件虽然比较成熟，但在动态递归分析和宏观嵌套与闭合方面还不够完善，ＣＧＥ 模型在理论假设、数值获取、模
型校准、参数估计及实际应用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ＣＧＥ模型实验效果和政策分析作用的
发挥，不过随着 ＣＧＥ模型在模块构造、嵌套闭合以及动态递归技术上的突破，动态 ＣＧＥ分析技术在提高中长期预
测和决策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方面将会发挥更加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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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所周知，当前世界各国在对国民经济系统进行结构分析及中长期规划和预测时，把可计算一般

均衡（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简称 ＣＧＥ）分析方法作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比较流行
的一种定量分析工具。借助于特定的技术分析工具，ＣＧＥ 分析技术可以对政策与经济活动改善及变
化产生的关联影响进行描述、模拟和预测。目前，ＣＧＥ 模型在经济发展战略、国际贸易、环境保护、财
政税收和公共事业等方面均有广泛的应用，该方法已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政策分析的基本

工具，成为评估能源危机以及税收和贸易政策改革效果的主要方法。

目前，国内利用 ＣＧＥ 模型较早的主要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不过，虽然国内不少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开始关注 ＣＧＥ 模型分
析技术，但是总体来讲国内关于 ＣＧＥ 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尤其是在模型的构造方
面尚缺少创新。本文将系统地回顾 ＣＧＥ 模型发展过程中极具影响力的文献，从模型使用方法的发展
和模型应用两个方面，对 ＣＧＥ 模型的演化脉络、应用范围等进行系统地梳理，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
ＣＧＥ 模型发展和应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 ＣＧＥ 模型的理论优
势；第三部分介绍模型的构造原理与求解方法的发展过程；第四部分介绍 ＣＧＥ 模型在国际贸易、财税
政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第五部分重点分析 ＣＧＥ 模型的局限性；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二、ＣＧＥ模型的理论优势

ＣＧＥ 模型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７０ 年代开始流行。与其他模型如宏观计量模型、投入产出
模型、线性规划模型相比，ＣＧＥ 模型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一，ＣＧＥ 模型具有严密的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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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ＣＧＥ 模型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之上，是一个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且内在一致的宏观经
济模型。在 ＣＧＥ 模型中，价格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消费者的特征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遵循成
本最小化的决策原则。该模型还包括政府、贸易组织、进出口商等经济主体。各种主体都对价格变动

做出反应，且价格变动最终使市场实现均衡，反映了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价格内

生和混合经济机制。第二，ＣＧＥ 模型核心模块具有庞大的数据结构，便于对社会核算矩阵进行校准
和分析。在 ＳＡＭ 中，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衡量，包括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各经
济部门之间的联系维度。以宏观计量模型为例，它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且该模型通常是利用历史

数据对代表经济变量关系的方程组进行参数估计，所以预测到的结果也往往是估计值，并且存在一定

的置信度。再比如投入产出模型，虽然它也用上述三种维度因素变量来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投

入与产出方面相互依存的数量关系，但实际上该模型是一组线性方程组，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固定比

例关系，因而不能反映价格变动引起的供求变化和替代效应。第三，ＣＧＥ 模型克服了模型复杂、数据
量庞大的困难，真正实现了“可计算”，具有数学方法和软件技术的支撑。大致的发展历程是，１９１２ 年
荷兰数学家 Ｂｒｏｕｒｖｅｒ 发现了不动点理论，证实了经济学理论中一般均衡模型解的存在，１９６７ 年 Ｓｃａｒｆ
给出了一种整体收敛的算法来计算不动点，从而在技术上使均衡价格的计算成为可能［１］。Ｓｃａｒｆ 认
为，投入产出表数据给出了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初始解，从这个初始解出发，经过有限的步骤可以求

解方程，进而可以分析诸如税收、关税等政策变动的影响，从而把模型拓展到应用层面［２ ３］。因此，从

技术上来讲，Ｇｅｍｐａｃｋ 和 ＧＡＭＳ（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等是针对 ＣＧＥ 模型开发的专
门软件，也是目前最常用的求解 ＣＧＥ 模型的方法。除此之外，Ｅｘｃｅｌ、Ｅｖｉｅｗｓ、Ｍａｔｌａｂ 等普通软件也能
用来求解一些 ＣＧＥ 模型。

正是得益于诸多理论上的优势，使得 ＣＧＥ 模型虽然以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为基础，但又超越了一
般均衡理论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其一，ＣＧＥ 模型抛开了完全竞争假设，可以模拟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经济和混合经济活动；其二，ＣＧＥ 模型提供了一个远比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更灵活的框架，可以处
理不均衡现象；其三，ＣＧＥ 模型易于处理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冲突，原因是无论 ＣＧＥ 模型有多少个
变量，其所涵盖的范围都是经济系统的全部。

三、ＣＧＥ模型的演化脉络

从理论源头上讲，一般均衡模型理论始于瓦尔拉斯 １８７４ 年在著作《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所
构建的统一理论模型体系。其后，一些经济学家如帕累托、希克斯、谢尔曼、萨缪尔森、阿罗等在瓦尔

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对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最优性和稳定性进行了研究，１９５９ 年 Ｄｅｂｒｅｕ
等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一般均衡模型不仅包含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反馈效

应，还包含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然而，该模型在理论上的优势并没有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体现，即使

在简单的结构假设之下，模型求解也是个难题［４］。

在现有的 ＣＧＥ模型中，第一个 ＣＧＥ模型来源于 １９６０ 年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的研究。在该项研究之中，Ｊｏｈａｎｓ
ｅｎ首先设定了包含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部门和 ２０ 个追求成本最小化的产业部门，通过建立一组
非线性方程和使用对数形式将这些方程线性化，然后再对这些方程进行微分并利用简单的矩阵求逆得

到比较静态结果［５］。后来，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所使用的这种对数线性化比较静态的多部门增长模型（ＭＳＧＷ）被
挪威和澳大利亚政府规划时所采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 ＩＭＰＡＣＴ 项目的 ＣＧＥ 政策分析
组。他们大大地改进了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方法，并创建了名为 ＯＲＡＮＩ的 ＣＧＥ模型。这些 ＣＧＥ模型研究，为澳大
利亚政府提供了许多关于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建议。

作为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预测模型，ＯＲＡＮＩ模型在规模上包括 １１３ 个生产部门、１１５ 种国内产品与
１１５ 种进口产品、９ 种劳动力、７ 种农用土地和 １１３ 种资产。该模型假定，中小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市场
能力而不只是作为价格接受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７２ 年 Ｅｖａｎｓ建立了一个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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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规划模型，并利用该模型估计了许多参数，为 ＯＲＡＮＩ模型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６］。遗憾的是，

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对 ＣＧＥ 模型的创建做出重大的贡献之后，ＣＧＥ 模型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
１９６７ 年，Ｓｃａｒｆ发现一种计算不动点的整体收敛算法，使得 Ａｒｒｏｗ 和 Ｄｅｂｒｅｕ 等经济学家关于一般均衡
模型的纯理论工作与 ＣＧＥ 模型应用之间有了最为直接的联系。Ｓｃａｒｆ 方法以一般均衡价格存在理论
为基础，在超额需求函数连续和瓦尔拉斯定律成立等一般性假定条件之下，从一个初始解出发，最后

收敛至均衡价格。在今天看来，尽管从计算的角度来考虑，Ｓｃａｒｆ 方法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许不是最为
有效的算法，但该方法限制条件较少且不甚苛刻，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 ＣＧＥ 模型的方向。随
着计算科学的发展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更新换代，Ｓｃａｒｆ 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使得直接求解非
线性模型的方法终于成为了现实。事实上，正如 １９８４ 年 Ｓｃａｒｆ 和 Ｔｏｄｄ 等所验证的那样，之后所出现
的那些更为简单的版本，从根本上来讲都依然是 Ｓｃａｒｆ最初提出的算法［７ ８］。这里不作赘述。

在模型应用发展的同时，ＣＧＥ 模型的理论框架也有了新的拓展。比如 １９８９ 年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把 ＣＧＥ
模型的研究分成四类：一是新古典模型，这是在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基础上所构建的 ＣＧＥ 模型，主要有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的挪威模型［９］和 Ｔａｙｌｏｒ 与 Ｂｌａｃｋ 的智利模型［１０］等；二是弹性结构模型，以新古典理论为基

础，但在加入替代弹性等参数之后，则以 Ｄｅｒｖｉｓ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１］的模型为代表；三是微观结构模型，这
类模型通常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如要素流动限制、价格刚性及配额政策等，主要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和
Ｔｙｓｏｎ 的模型［１２］；四是宏观结构模型，这类模型用来研究一些宏观变量的平衡问题，如投资与储蓄、政

府财政收入与支出、出口与进口等，主要有 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３］等的研究。当前，ＣＧＥ 建模技术
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建模思路正在由比较静态逐渐转向动态，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引入跨期函

数，实现 ＣＧＥ 建模的静态与动态结合；第二，通过引入技术进步，包括对生产函数、技术评价和指数评
价方法的调整，实现技术进步与 ＣＧＥ 建模的动态结合；第三，通过对跨时期的储蓄与投资变动联结的
资本存量动态调整技术，实现资本存量核算与 ＣＧＥ 模型的动态结合。目前，国内对 ＣＧＥ 模型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且研究集中于应用研究方面，如用于分析诸如贸易政策、城乡劳动力转移、人口政策、微观

经济改革（如国企改革）以及大型项目问题。接下来，本文将对 ＣＧＥ 模型的实际应用展开讨论。

四、ＣＧＥ模型的应用领域

根据 １９８８ 年 Ｍｅｌｏ 对 ＣＧＥ 模型政策分析的调查，发达国家在应用 ＣＧＥ 模型方面侧重于进行微观
经济分析，如税赋结构政策、能源政策变化的福利效应分析；发展中国家对于 ＣＧＥ 模型的应用更为广
泛，包括发展战略、贸易政策、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收入分配及税制改革、不可再生资源的政策分析等，

其中贸易政策是应用较多的领域［１４］。ＣＧＥ 模型之所以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人员广泛运用于政策
模拟和分析，原因在于 ＣＧＥ 模型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为完善的求解方法。限于篇幅，本文主要
集中介绍 ＣＧＥ 模型在国际贸易、财政税收和环境保护三大领域的应用情况。

（一）国际贸易

从 ＣＧＥ模型诞生之日起，国际贸易就成为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尤其是 １９６９年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假
说［１５］的提出，成为了 ＣＧＥ模型广泛运用的催化剂。从理论上讲，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一个假设前提是，产地
不同但商品无差异。与此相反，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假设则认为，进口商品因来源国不同而存在差异，每个国家都是
出口商品的唯一生产者。当贸易政策改变了进口商品相对于国内商品的价格时，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模型

就要分析国内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的替代关系。这种关系被定义为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替代弹性。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替代
弹性作为一种重要的行为参数，常常被政策制定者用来做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比如，关税政策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就业、收入分配和贸易平衡，取决于 ＧＣＥ模型中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替代弹性的大小。
在应用 ＣＧＥ模型提供贸易政策建议方面，最活跃的要数Ｗｈａｌｌｅｙ［１６］。他不仅推动了政策模型的分

析和应用，还利用 ＣＧＥ模型对不同经济体的多边贸易和贸易协定进行了效果分析。在其 １９８５年建立的
多地区 ＣＧＥ模型中，Ｗｈａｌｌｅｙ首先将世界分为 １３个主要的贸易区，系统地研究了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并

·７９·



吴福象，朱　 蕾：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演化脉络与应用前景展望

对非关税壁垒、关税减让以及贸易自由区的建立和贸易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１６］。

ＣＧＥ模型在国际贸易领域讨论最多的是关于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问题。一方面，贸易保护成本
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１９８５ 年 Ｈａｒｒｉｓ 的加拿大模型显示，国内商品市场结构的改变对贸易
保护的成本会产生重要的影响［１７］。１９８９ 年 Ｇｏｕｌｄｅｒ和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则强调，跨期优化行为对贸易保护
成本具有重要影响［１８］。另一方面，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对本国或他国经济会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

比如，１９８９ 年 Ｍｅｌｏ和 Ｔａｒｒ的研究揭示了单一部门的自由化或保护机制的改变，会产生较小但非常全
面的间接影响［１９］。１９９２ 年 Ｂｏｙｄ和 Ｋｒｕｔｉｌｌａ利用 ＣＧＥ 模型，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自由区的建立
对森林和木制品工业的影响［２０］。１９９５ 年 Ａｄａｍｓ和 Ｐａｒｋ建立了一个动态 ＣＧＥ模型，用于分析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东盟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发现东盟将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好处，进而使得各国的贸

易量有所增长［２１］。１９９９ 年国内学者李坤望和张伯伟的研究发现，ＡＰＥＣ 贸易自由化使 ＡＰＥＣ 地区的
实际生产和贸易分别提高 ０． ４％和 ２． ９７％，并且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所得超过了发达国家成员，使
得整个世界的实际生产和贸易提高 ０． ２０％和 １． ８０％ ［２２］。

农业贸易的研究也是 ＣＧＥ 模型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比如，澳大利亚农业资源经济局利用
ＭＥＧＡＢＡＲＥ模型进行了贸易政策的研究，为澳大利亚进行多边农业贸易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
持。１９９５ 年加拿大的 Ａｌｐｅｒ和 Ｋｕｌｓｈｒｅｓｈｔｈａ建立了该国的 ＣＧＥ模型，并利用 １９８４ 年的社会核算矩阵
（ＳＡＭ），研究了汇率变化对农业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影响，发现实际汇率的变化将改变农业部门与非
农业部门的相对价格，导致部门产品的价格、产出和要素收入等的波动。该项研究发现，加元贬值时

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但其他部门的损失将超过农业部门的所得［２３］。此外，２００５ 年 Ｈｅｒ
ｔｅｌ和 Ｗｉｎｔｅｒｓ为世界银行做了关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农业、非农产品贸易对各成员国福
利影响的研究［２４］，Ｍａｒｔｉｎａ等人则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比较了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下采取瑞士公式（Ｓｗｉｓ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与 Ｈａｒｂｉｎｓｏｎ草案的差别［２５］。

除了贸易保护和农业贸易方面的研究之外，１９９０ 年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还利用两阶段 ＣＧＥ 模型研究了他
国资本流入和关税政策等对喀麦隆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导向政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流入

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同时负担了大量的外债。一旦出口量下降，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消费和投资的

关系都将会遭受巨大的打击［２６］。１９９５ 年 Ｍｅｒｃｅｎｉｅｒ采用一个多国多部门的静态 ＣＧＥ 模型，对欧洲统
一大市场所带来的福利和就业变化进行了分析。该模型采用了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产品差

异性的假设，研究结果显示，在浮动工资下消费者的收益是适中的，而在工资刚性条件下，欧洲一体化

计划将对其恢复就业产生较大的动力［２７］。此外，２００４ 年 Ｍａｒｋｕｓ等以纺织品贸易为例，进行做了相关
实证研究［２８］。国内方面，２００７ 年李善同和何建武针对中国政府对纺织品征收出口税、欧美重新设置
配额事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２９］。

（二）财政税收

在 ＣＧＥ模型出现之前，有两位经济学家推动了一般均衡理论在税收领域的应用。其一是财政学
之父马斯格雷夫，他建立了现代税收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其二是美国经济学家 Ｈａｒｂｅｒｇｅｒ，他在资本
税对一般均衡效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求解一般均衡模型的技术方法有了重大的突破，关于税收的 ＣＧＥ模型开始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该领域的研究以 １９８５ 年 Ｂａｌｌａｒｄ、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Ｓｈｏｖｅｎ和Ｗｈａｌｌｅｙ（简称 ＢＦＳＷ）为代表，他
们对 Ｈａｒｂｅｒｇｅｒ在 １９６２ 年建立的用于分析美国公司所得税税负分布的两部门和两要素模型进行了拓
展，并合作开发了研究美国税制改革的 ＢＦＳＷ 模型［３０］。在此之前，还有 １９８０ 年 Ｋｅｌｌｅｒ 的荷兰税制
ＣＧＥ模型［３１］和 １９８３ 年 Ｋｅｈｏｅ等的西班牙财税金融税收 ＣＧＥ模型［３２］。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计算科
学在理论和技术上的飞速发展，ＣＧＥ 模型的专业工具开始出现，它包括世界银行开创的通用数学建
模系统（ＧＡＭＳ）、澳大利亚的一般均衡建模工具包（ＧＥＭＰＡＣＫ）以及一般均衡数学编程系统

·８９·



（ＭＰＳＧＥ）。这些软件包大大促进了 ＣＧＥ模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如在财政税收领域的应用。
不过，学者们大多集中于对一国税制的研究，包括 １９９６ 年翟凡、李善同、王直对中国在关税减让和税
收替代政策下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社会福利效果及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３３］，１９９９ 年 Ｒｕｏｃｃｏ 利用动态
ＣＧＥ模型对意大利储蓄和投资、财政政策进行定量研究，估价出不同刺激投资方法对资本积累的确
切影响［３４］。关于国家的税制改革，代表性的成果有 ＭｕｎＨｅｎｇ Ｔ和 Ｑｉａｎ ＬＩＮ，２００５ 年他们从整体和个
体家庭福利的角度对中国 １９９４ 年税制改革进行了评价，并建议通过征收消费增值税来提高再分配后
个体家庭的福利［３５］。又如，Ｄｏｉｎａ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 考察了 ２００８ 年德国公司税改革对诸如投资、ＧＤＰ、消费
和家庭福利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４２］。

事实上，ＣＧＥ模型还可以用于解决多国税收管理的问题。１９９３ 年 Ｙｏｒｋ 为研究西方七国税制竞
争问题而建立了一个多国 ＣＧＥ模型。他假设资本在各国间自由流动、劳动力在各国间不能流动，劳
动供给可变以防止政府用扭曲的资本税来替代刚性的工资税，同时国家可通过资本税来影响国际资

本回报率。该项研究认为，各国的公司税都将逐步降低，并且税率趋于相同；本国资本税的降低则会

对其他国家产生外部负面效应，但国家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资本市场越大、损失越小。同年，Ｈａｕｎｅｒ也
研究了 １９９１ 年欧共体在统一过程中出现的税制改革问题，强化了多国税收管理的范畴。

目前，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有国家税务总局与加拿大工商研究院合作项目所建立的宏

观税收负担 ＣＧＥ模型。该模型重点考察了我国现行税制中三大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对税负归宿与转嫁定量影响，包括税收收入总额、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动、产业间要素流动方向、居民收

入与消费行为的变动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等。此外，２００２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 ＰＲＣＧＥＭ课题组利用中国经济 ＣＧＥ模型对提高烟草业的消费税率、扩展增值税范围、投资品增值
税抵扣、提高增值税实际征收率等 ４ 种税制改革建议进行了评估，分析和比较了不同税制改革方案和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给出了量化中国税制改革对经济影响的理论基础［３７］。２００７ 年程凌建立了一个
含税 ＣＧＥ模型，以分析统一所得税率对我国税收总量、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影响［３８］。整体来

讲目前国内研究仍停留在比较静态 ＣＧＥ模型阶段。因此，学者们需要在深刻把握中国税收制度和实
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数据、调整参数，实现由静态结构分析向动态演化方向的突破。

（三）环境保护

环境方面，自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环境保护日渐成为全世界
共同关注的话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Ｄｕｆｏｕｒｎａｕｄ、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和 Ｒｏｇｅｒｓ 等在 ＣＧＥ 模型中加入环境
因素构建了 ＤＨＲ模型，开创了 ＣＧＥ模型关于环境资源的研究之路［３９］。目前该领域的研究集中于环

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效应）和能源的利用。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以评价全球二氧化碳减

排协议经济效应的 ＧＥＥＭ和 ＧＬＯＢＡＬ（２１００）模型。
在环境污染方面，Ｄｕｆｏｕｒｎａｕｄ、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和 Ｒｏｇｅｒｓ的 ＤＨＲ模型指出，政府治理污染的财政费用，

或来源于一次性征收的收入税，或来源于对污染部门征收的间接税［３９］。之后 １９９０ 年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建立
了一个类似于 ＤＨＲ的模型［４０］。Ｒｏｂｉｎｓｏｎ通过引入 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 效用函数来描述消费行为，并提出政
府治理污染是依靠庇古税来实现的观点［４０］。其间，环境调整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

的问题。典型代表者是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和 Ｗｉｌｃｏｘｅｎ，１９９０ 年他们以美国为例建立了一个包含 ３５ 个生产部
门和 １ 个消费部门的 ＣＧＥ模型，试图将环境作用纳入生产函数来分析环境调整对生产力的作用［４１］。

１９９０ 年 Ｂｒｕｖｏｌｌ等考察了挪威经济模型中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对生产要素产出效率和整体福利的影
响，发现环境质量降低导致较大程度的福利损失，不过环境约束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程度比较有限［４２］。

２００６ 年 Ｐａｔｒｉｑｕｉｎ 等的研究发现，逐步取消煤矿开采对地区经济会产生短暂的负面效应，在长期有益
于森林和旅游业的发展［４３］。类似的，２００６ 年 Ｓｔｅｎｂｅｒｇ利用澳大利亚多部门 ＯＲＡＮＩ模型，分析了菲律
宾政府林业保护政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发现该政策不但促进选择性伐木，而且对森林保护区经济发

·９９·



吴福象，朱　 蕾：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演化脉络与应用前景展望

展的影响较小［４４］。以上研究基本上都表明，环境保护在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相关部门产业的萎缩，但

长期来看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之所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温室效应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成为 ＣＧＥ模型应用的一块
新领域。Ｂｕｒｎｉａｕｘ等人在 ＣＧＥ模型基础上，开发了包括 １２ 个区域和 １１ 个生产部门的 ＧＲＥＥＮ模型。
ＧＲＥＥＮ模型详细比较了控制 ＣＯ２ 排放的主要政策变量，包括碳税、能源税和排放权交易等。碳排放
量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扭曲，因此取消这种扭曲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 ＣＯ２ 排放；在碳
税方面，政府需要通过提高税率来减少排放［４５］。１９９９ 年澳大利亚学者 ＦａｒｍｅｒＫ 和 Ｓｔｅｉｒｍｇｅｒ 结合多
部门 ＣＧＥ模型和迭代多群体模型，考察了在给定的财政政策和减排目标下 ＣＯ２ 减排通过生产和消费
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福利的影响，发现应用碳税能够达到财政目标，若使用税收循环政策，则在达到政

策目标同时所有群体福利的成本都较低。在国内，２００２ 年贺菊煌、沈可挺、徐篙龄关于碳税对国民经
济影响的研究［４６］，２０１０ 年何建武和李善同对 ＣＯ２ 减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等也很有代表性

［４７］。

除此之外，最近几年关于资源、能源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比如，２００５ 年 Ｂｅｒｒｉｔｔｅｌｌａ 等构建了包
含 １７ 个部门和 １６ 个地区的 ＧＴＡＰ －Ｗ模型，以模拟水资源价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发现在美国征收
水资源税，不仅对节约水资源的贡献很小，而且导致福利的明显损失［４８］。２００６ 年 Ｇｈａｄｉｍｉ 利用动态
ＣＧＥ模型分析了伊朗石油资源的开采和储蓄与石油产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人们对资源的期望值
低于资本值的期望值，折现率越高的国家其资源开发也会越快［４９］。国内方面，２００７ 年金艳鸣、黄涛
和雷明［５０］，２００９ 年王林秀、邹艳芬和魏晓平［５１］，２０１０ 年姚听、孔庆宝分别作了关于中国“西气东送”、
能源使用安全评估和能源综合运输体系方面的研究［５２］。

五、ＣＧＥ模型的主要局限

ＣＧＥ 模型嵌套了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各产业部门、各核算账户之间的各个子模块及其数量关
系，便于考察国民经济某一部分的扰动对相关部分产生的影响，同时 ＣＧＥ 模型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
在形式上存在着多样化特征，使得 ＣＧＥ 分析技术的实际应用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三个方面。
如，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５３］，陈

利锋对我国多区域社会保障均衡的政策模拟［５４］，原鹏飞和魏巍贤关于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及

部门经济影响的研究［５５］等。

不过，尽管应用 ＣＧＥ模型进行政策分析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
足。原因是 ＣＧＥ分析技术在理论假设、模型校准、参数估计及实际应用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种种缺陷，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 ＣＧＥ模型实验效果和政策模拟作用的发挥。原因有很多：其一，数据是实证研究的基
础，由于统计数据的不全面，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该模型的运用；其二，政策模拟模型多数是针对特定情

形而设计的，缺乏通用性；其三，在 ＣＧＥ模型的理论应用方面，特别是实证中使用的均衡概念存在很大
的争议。比如，不完全竞争理论中所涉及的非凸性、无边界、金融资产等。在社会公平和福利方面，正如

１９９６年 Ｄｉｘｏｎ和 Ｐａｒｍｅｎｔｅｒ等所指出的，ＣＧＥ模型在此领域的研究尚待完善，原因是应用中的社会福利
仅仅关注重新分配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预算以及厂商间稀缺的生产要素，忽略了非自愿失业水平、公司

竞争形势、技术进步等指标［５６］。正如 Ｂｏｒｇｅｓ所指出的，ＣＧＥ模型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它无法检验模型的
数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原因是该模型结构复杂且包含相当数量的参数，这些参数的独立性

决定了参数获取渠道的独立性，而实际上数据很大一部分仅仅能根据文献间接获得。此外，ＣＧＥ模型中
的各种假设在真实的市场上并不能同时存在，且不同时期的模型假设是变化的，简单的复制文献中模型

的参数不可取，需要根据当期的经济情况灵活取舍。其实，Ｂｏｒｇｅｓ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模型的一
般均衡假设。在该假设条件之下，所有的经济活动在达到均衡条件之前均已停止［５７］。

上述缺陷，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ＣＧＥ模型分析技术被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不过，ＣＧＥ 模型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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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缺陷也为以前的实证分析模型所共有，而不是该模型本身独有的问题，只要某些假设能够被准确的

阐述和解释，ＣＧＥ模型就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信的预测结果。在 １９９７ 年翟凡、李善同和冯珊构
造中国经济的 ＣＧＥ模型［５８］之后，国内研究者开始利用该技术对国内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和资源、食

品与环境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关于 ＣＧＥ 模型的应用文献也开始大量涌现。不过，这些研究
除了以上所说的在理论、数据和应用方面的局限性之外，ＣＧＥ 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也有其特殊性。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的特殊性，要求方程体系的变量和构造方法必须调整，

以尽量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相关数据需要根据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

订，一些关键性的参数需要进一步进行截面或时序的计量估计及校准。

六、结论与展望

纵观 ＣＧＥ模型的大量文献不难看出，目前求解 ＣＧＥ模型的方法和软件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始于
Ｓｃａｒｆ方法的大量数值处理为模型的实际应用和政策仿真实验，提供了求解技术上的支持。正是由于
ＣＧＥ模型的应用在地域和制度范围上没有界限，使得 ＣＧＥ分析技术已经由最初的国际贸易逐步拓展
到财政税收、环境资源、国家发展战略、劳动力就业等经济活动的各领域。

然而，由于 ＣＧＥ模型在理论假设、数据获取与校准、实际应用方面的局限，一定程度上的确制约了
其在政策分析上作用的发挥。不过，由于目前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国民经济结构

的调整和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的预测等，主要是依赖于 ＣＧＥ尤其是动态 ＣＧＥ分析技术，因此必须对 ＣＧＥ
模型的实际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总之，未来 ＣＧＥ模型要想在理论构造和求解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和突
破，就必须逐步修正模型结构、完善数据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让 ＣＧＥ模型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出更加切
合实际的政策建议。第一，在模型构造方面，ＣＧＥ 模型采用 ＳＡＭ作为模型的基础均衡数据集，而 ＳＡＭ
主要是基于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的生产函数和投入产出矩阵，另外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函数则是 ＣＥＳ函数的特例，而 ＣＥＳ函数
又是 ＲＥＳ函数的特例。因此，如何在这些函数之间架起理论的桥梁和纽带，将是下一步 ＣＧＥ模型理论
研究突破的重点。第二，ＣＧＥ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框架是瓦尔拉斯（Ｗａｌｒａｓ）一般均衡理论，而Ｗａｌｒａｓ均衡
是有转移价格的林达尔（Ｌｉｎｄａｈｌ）均衡的特例，构造合理的价格转移体系则是理论研究的难点。

在理论体系方面，如果再引入可转移的价格体系，并考虑可交换的商品是状态依存的商品结构，

那么Ｗａｌｒａｓ均衡就应该称之为林达尔均衡及阿罗—德布鲁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可见，将 ＣＧＥ模型运
用于研究考虑公共品供给的区际公平和福利问题，用于分析不确定状态以及动态递归条件下的一般

均衡，那么 ＣＧＥ模型必须有较大的创新和突破。比如，从模型的微观模块构造方面到模型的宏观嵌
套与闭合以及动态化递归等方面，ＣＧＥ 模型对于提高经济模拟和预测的准确性亟待突破。总之，目
前 ＣＧＥ模型已经开始普及，并且被广泛用来分析诸如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如人民币汇率）、经济改
革（如房产税改革）、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大型项目（如三峡工程、高铁项目）等问题。除此之外，运用

ＣＧＥ模型，还能加深对于各种政策在产业规划、收入分配、区域协调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理解。ＣＧＥ
模型的应用在促进政策制定部门设计出更加有效的符合人民利益与长期发展趋势的各种政策以及提

高决策的科学性等方面将发挥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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